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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供给侧的结构错位和质量低下，解决的根本是通过市场化的制度改革，激发民营企业的创新活力，明确政府的合理角色定位。改革关键在于落地，要避免中央踩油门、政府挂空挡、地方踩刹车、改革决议和文件空转的情况。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备受关注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最核心表述，这标志着30多年来中国经济管理的主要思路发生改变，即“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这种转变的背后逻辑是什么？如何激励地方进行政策落地？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就此专访了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高等研究院院长田国强。
田国强系第16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得主，曾任上海市人民政府特聘决策咨询专家，是知名的“市场派”学者。
在他看来，中国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供给侧的结构错位和质量低下，解决的根本是通过市场化的制度改革，激发民营企业的创新活力，明确政府的合理角色定位。改革关键在于落地，要避免中央踩油门、政府挂空挡、地方踩刹车、改革决议和文件空转的情况。因此，如果希望地方能够很好地落实供给侧改革，需要对地方政府进行激励方面的体制机制调整，如赋予地方相对独立税权、官员政绩考核体系转变等。
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市场化制度的供给
《21世纪》：在你看来，中央为何在此时频提供给侧改革？其核心是什么？
田国强：首先，需要肯定的一点是供给侧改革的提法是一个进步。长期以来，中国受凯恩斯主义的影响过深，太过注重从需求侧发力来强化宏观调控，其结果是不仅没有平抑经济的波动，反而加强了波动。尤其是2008年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以来，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用增长来刺激增长，用资源来生产资源的阶段，结果产生了大量过剩产能。另一方面，则是国人的出国消费和“海淘”消费强劲增长，有效需求被转移到国外。
这样，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供给侧的结构错位和质量低下，供给侧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对这个问题的应对。所以，短期而言，供给侧改革一方面是让市场及时出清，化解过剩产能，另一方面是培育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以新的更高质量的有效供给带动新需求。
当然，其关键是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治理边界的制度方面的供给。具体说来，其核心是通过提供更有效的好的制度供给以深化市场化改革，真正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精神，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以此解决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越位、错位的问题，使之促进向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的转型，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解决政府在维护和公共服务方面缺位问题。
关键要解决政府的定位问题
《21世纪》：你之前提出，要素驱动仅仅是阶段有效的，未来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和发展需要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转变，但这个转变有赖于市场经济的完善。那么，在完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方面，需要解决什么问题？政府的治理思路需要怎么转变？
田国强：我认为，最关键的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政府的定位问题，需要按照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议精神，在法治的框架内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同时解决目前政府职能错位、越位、缺位的现象均比较严重的问题。
一个运行良好的现代市场经济，它需要的是一个有限和有效的服务型政府，而不是一个无所不包、干预不断、效能不足的建设型政府。中国经济要实现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的转变，其实质是要从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向市场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变。
政府最基本的职能是维护和服务，必须用法治将其边界严格地限定在这两个方面，尤其是要更好发挥政府在明晰界定并保护私有产权方面的作用，从效率和创新两个维度来支持和增进市场，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让民营经济发挥主要作用，从而促进中国经济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关键在于法治的确立。
赋予地方合理税权
《21世纪》：如你所说，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通过提供更有效的好的制度供给以深化市场化改革。那么如果希望地方能够很好地落实供给侧改革，需要对地方政府进行哪些激励方面的体制机制调整？
田国强：首先，对于地方政府在土地市场的角色要重新定位，要充分发挥市场在土地要素资源配置上的作用。土地要素市场的价格扭曲，是造成中国经济其他要素市场及商品市场价格扭曲的重要根源之一。当然，这里不否认政府在规划、区划上的引导和监督作用。
其次，土地财政的不可持续和中央占大头的营改增的推进，要求重构地方的主体税种。否则，要想马儿跑，又不给马儿草，恐怕是不行的。从理论基础和国际经验来看，未来我国省级政府应建立以消费税为主，市县政府应建立以财产税为主，以行为税、目的税为辅的分级主体税种。具体来看，房产税改革、环境税改革等的推进，将有利于培育地方财力。当然，在赋予地方相对独立税权的同时，也要在制度设计上确保对地方税权的监督与约束，防止税权滥用。
再次，对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体系要扭转，从过去的为GDP增长而竞争转向为改革发展而竞争。一方面，要允许地方政府试错、犯错，大胆探索，大胆闯，不要动辄得咎；另一方面要将十八届五中全会所提出的五大发展新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嵌入政绩考核体系，形成指挥棒效应。
降低企业制度成本
《21世纪》：有观点认为，中国的制造业成本优势相比东南亚国家已不在，甚至相比部分发达国家而言，会在十几年后丧失，您怎么认为？
田国强：我基本同意这个说法，但也依赖于我们今后怎么做和应对。之所以同意这个看法是由于按照现状来看，中国的人口红利、环境红利等红利本身就已经进入衰退、削弱的阶段，再加上不合理的新劳动合同法、对民营企业发展的种种政策瓶颈、外部世界经济不景气和贸易壁垒等，使得中国制造业特别是东南沿海的外向型制造业的成本优势确实几乎丧失殆尽，企业倒闭、外迁现象比较突出。
当然，结论也可能不是这样。如果能减低企业所面临的制度成本，比如减税和让土地城乡自由流转使之厂房用地成本下降，再加上中国较高的劳动者技能素养和产业集群配套程度，中国制造业在短期内还占有一定的优势。同时，中国是一个内部结构复杂、发展程度不一的大国，产业梯次落差也比较明显，中西部省份的制造业成本仍具有相对比较优势，增长潜力不容忽视。以重庆为例，2014年民营经济对全市GDP增长贡献率达到60%，2015年上半年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长11.1%，增幅持续高于全国好几个百分点，而制造业产值则占到其工业总产值的90%以上。
此外，与发达国家相比较，十几年之后如果不出意外，中国也将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但中国发展的均衡性肯定没有现有发达国家那么好，从而在一些领域还将存在一定的成本落差，保持成本上的相对比较优势。
